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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精准测度我国八大经济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及其空间聚集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选

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数据， 通过三阶段 ＤＥＡ 方法测度得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和规

模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 但受新冠疫情影响， ２０２０ 年大部分地区高技术产业的两大效率值均出现较大幅度

下降， ２０２１ 年开始回升； 东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相较规模效率提升空间更大， 而

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的规模效率相较技术效率提升空间更大。 通过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测度得出： 第

一，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 外商投资、 金融资本、 人力资本等因素均具有空间集聚效应。 第二， 金

融资本对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 空间集聚效应也为正； 人力资本、 外商投资对创新效率也有正向影响， 但

空间集聚效应为负。 第三， 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对外商投资因素最敏感， 金融

资本、 人力资本次之； 欠发达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对金融资本最敏感， 人力资本、 外商投资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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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科技是国之利器， 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无一不是科技创新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到 ２０３５
年， 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创新效率的

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 因此， 精准测度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至关重要。 诸多

学者曾从不同视角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过深入探讨。
在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测度方面， 程广斌等 （２０２３） 运用三阶段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测度了我国 ２８

个省高技术行业在研发阶段和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 吴和成等 （２０２０） 运用增强型罗素测量模型测度

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我国各省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李培哲等 （２０１９） 采用 ＤＥＡ 模型及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解法， 测算了我国东、 中、 西部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 赵瑞静等 （２０１９） 基于三阶段 ＤＥＡ
模型对河北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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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 赵巧芝等 （２０２３） 利用马尔科夫链测度表明， 中、
低收入水平两种类型省份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 “状态锁定” 概率较高， 高收入水平状态省份相

对来说更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 杜莉等 （２０２２） 构建空间 Ｔｏｂｉｔ 模型， 检验了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９ 年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范德成等 （２０１８） 通过随机前沿模型

测算得出， 企业规模与技术研发效率存在 Ｕ 型关系， 但区域科技水平和区域经济水平则对高技术产业

技术研发效率影响不显著。 宋跃刚等 （２０２２） 运用 ＤＥＡ －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型测算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我国高

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得出的结论为： 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拉动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增长的因素不

同。 在技术研发与技术转化阶段， 技术因素占主导； 在市场化阶段， 规模因素占主导。
总体来看， 已有研究存在如下缺憾。 第一， 在区域空间划分上， 大部分文献以东、 中、 西部划

分， 已不太契合我国现实国情。 第二， 在数据分析方面， 已有文献对数据的时间维度属性研究较多，
对空间维度多有忽略。 而创新的空间集群是区域创新一个较明显的特点。 第三， 鲜有研究可以精细化

识别创新在区域间的溢出效应。 以往研究主要使用集聚指标配合经典线性模型或经典泊松模型度量创

新的集聚， 但这些方法无法精准衡量区域创新集聚在空间的差异。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首先， 以八

大经济区①为空间划分单元进行实证对比测算； 其次， 度量政府投资、 人力资本、 外资投入等因素分

别对八大经济区创新效率的不同影响， 即对其空间属性进行测度； 最后， 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精

准测度各区的创新空间集聚度以及环境影响因素的创新聚集效应。

一、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测度

考虑到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具有多投入、 多产出的特点， 为避免参数法单一模型设定的误差， 同

时有效剔除环境变量及随机因素的影响， 选用三阶段 ＤＥＡ 模型②测度党的十八大以来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 八大经济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一） 模型方法

第一阶段： 选用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可变模型 （ＢＣＣ 模型） 来测度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和

规模效率。 具体模型表达式如下：
ｍｉｎθ － ε （ｅ∗ＴＳ － ＋ ｅＴ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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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中八大经济区包括： 东北地区、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 其中，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北部沿海包括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和山东省； 东部沿海包括上海市、 江苏省和浙江

省； 南部沿海包括福建省、 广东省和海南省； 黄河中游包括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河南省和陕西省； 长江中游包括安徽省、 江西

省、 湖北省和湖南省； 西南地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和云南省； 大西北地区包括西藏自治区、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三阶段 ＤＥＡ 模型最初由 Ｆｒｉｅｄ 等人于 ２００２ 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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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 中， ｊ ＝ １， ２， …， ｎ 表示决策单元， Ｘ， Ｙ 分别是投入、 产出向量。 Ｓ ＋ 为投入松弛量，
Ｓ － 为产出松弛量， γ ｊ 为权重变量， ε 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

第二阶段： 类似 ＳＦＡ 模型。 该阶段主要目的是剔除随机误差和环境因素等对投入变量的干扰。 模

型公式如下：
Ｓｎｉ ＝ ｆ （Ｚ ｉ， βｎ） ＋ δｎｉ ＋ μｎｉ； ｉ ＝ １， ２， …， Ｎ （２）
式 （２） 中， Ｓｎｉ为第 ｉ 个决策单元投入的松弛值； Ｚ ｉ 为环境变量， βｎ 为环境变量的系数； δｎｉ ＋ μｎｉ

为混合误差项。 δｎｉ为随机误差， μｎｉ表示管理无效率。 δ ～ Ｎ （０， σ２
δ ） 为随机变量对松弛变量的影响；

μ ～ Ｎ ＋ （０， σ２
μ） 为管理因素对松弛变量的影响， 假设服从半正态分布。

投入变量的调整公式为：
Ｘ ～

ｎｉ ＝ Ｘｎｉ ＋ ｍａｘ ｆ Ｚ ｉ， β ～
ｎ( )( ) － ｆ Ｚ ｉ， β ～

ｎ( )[ ] ＋ ｍａｘ （δｎｉ） － δｎｉ[ ]， （３）
ｉ ＝ １， ２， …， Ｉ， ｎ ＝ １， ２， …， Ｎ
式 （３） 中， Ｘ ～

ｎｉ 为调整后的投入； Ｘｎｉ为调整前的投入， ｍａｘ ｆ Ｚ ｉ， β ～
ｎ( )( ) － ｆ Ｚ ｉ， β ～

ｎ( )是将所有决

策单元放到相同的外部环境中， ｍａｘ （δｎｉ） － δｎｉ[ ]是剔除随机误差的干扰。 通常假定 ｆ （Ｚ ｉ， βｎ） ＝
Ｚ ｉβｎ； δｎｉ， μｎｉ分别呈现正态分布和截断正态分布， 两变量之间独立不相关。

第三阶段： 调整后的 ＤＥＡ 模型。
将调整后的投入变量值代替原始投入变量值， 再次使用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可变模型 （ＢＣＣ

模型） 进行创新效率计算。

（二） 指标构建及数据处理

１． 投入产出指标

根据八大经济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现实情况， 并结合数据可得性， 分别构造投入产出指标和外部

环境指标体系 （见表 １、 表 ２）。

表 １　 八大经济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变量说明

投入指标

劳动投入
Ｒ＆Ｄ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人年 按实际从事 Ｒ＆Ｄ 活动时间计算的工作量

Ｒ＆Ｄ 人员 人
从事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人员以
及相关管理和直接服务人员

资本投入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企业内部实施 Ｒ＆Ｄ 活动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万元 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企业的资金支持额

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费用支出 万元
包括引进技术经费支出、 消化吸收经费支出、 购
买境内技术经费支出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产出指标
知识产出

专利申请数 件 技术开发成果申请数

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获授权的发明成果数

经济产出
利润总额 万元 反映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经营利润额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反映创新产品在市场上的经济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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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外部环境指标

表 ２　 八大经济区高技术产业外部环境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变量说明

政府支持
Ｒ＆Ｄ 经费支出中政府资金

本地公共财政收入
％

用来自 Ｒ＆Ｄ 经费中各级政府部门的资金与本地区公共财政
收入的比值表示

劳动者素质
Ｒ＆Ｄ 人员

本地区就业人员
％ 表示为高新技术企业输送人才的支撑力度

本地区经济发展 本地区人均 ＧＤＰ 万元 ／人 反映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引资能力 外商投资企业 Ｒ＆Ｄ 经费支出 万元 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外商投资企业用于 Ｒ＆Ｄ 的经费支出

　 　

３． 数据来源及处理

考虑到投入产出过程具有天然时滞，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为投入指标数据年份，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为产出指标数据年份， 滞后期为一年。 所用指标数据来源为 《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和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① 鉴于 ＤＥＡ 模型多投入多产出的特性， 而

决策单元数量相对较少， 故先对投入产出指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进行因子分析做降维处理， 然后再带入

ＤＥＡ 模型进行计算。

（三） 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 ＤＥＡＰ ２􀆰 １ 软件， 运用 ＢＣＣ 模型对八大经济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技术效率

进行测度， 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第一阶段 ＤＥＡ 模型测算结果

东北地区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西南地区 大西北地区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２０１２ ０􀆰 ３４ ０􀆰 ５１ ０􀆰 ７８ ０􀆰 ６９ ０􀆰 ８５ ０􀆰 ８８ ０􀆰 ８０ ０􀆰 ７９ ０􀆰 ５４ ０􀆰 ６１ ０􀆰 ６１ ０􀆰 ６９ ０􀆰 ７０ ０􀆰 ７８ ０􀆰 ４５ ０􀆰 ３９
２０１３ ０􀆰 ３８ ０􀆰 ５２ ０􀆰 ８１ ０􀆰 ７２ ０􀆰 ８６ ０􀆰 ８９ ０􀆰 ８２ ０􀆰 ８２ ０􀆰 ５８ ０􀆰 ６２ ０􀆰 ６５ ０􀆰 ７２ ０􀆰 ７６ ０􀆰 ７９ ０􀆰 ４８ ０􀆰 ４２
２０１４ ０􀆰 ４０ ０􀆰 ５８ ０􀆰 ８３ ０􀆰 ７６ ０􀆰 ８８ ０􀆰 ９１ ０􀆰 ８４ ０􀆰 ８５ ０􀆰 ６０ ０􀆰 ６８ ０􀆰 ６８ ０􀆰 ７６ ０􀆰 ７８ ０􀆰 ８１ ０􀆰 ５２ ０􀆰 ４５
２０１５ ０􀆰 ４１ ０􀆰 ５４ ０􀆰 ８６ ０􀆰 ７８ ０􀆰 ８５ ０􀆰 ９３ ０􀆰 ８３ ０􀆰 ８８ ０􀆰 ６１ ０􀆰 ６４ ０􀆰 ６９ ０􀆰 ７８ ０􀆰 ８０ ０􀆰 ８３ ０􀆰 ５３ ０􀆰 ４８
２０１６ ０􀆰 ４０ ０􀆰 ５６ ０􀆰 ８４ ０􀆰 ７９ ０􀆰 ８６ ０􀆰 ９２ ０􀆰 ８５ ０􀆰 ８３ ０􀆰 ６０ ０􀆰 ６６ ０􀆰 ７４ ０􀆰 ７９ ０􀆰 ８１ ０􀆰 ８２ ０􀆰 ５５ ０􀆰 ５３
２０１７ ０􀆰 ４４ ０􀆰 ６６ ０􀆰 ８１ ０􀆰 ８１ ０􀆰 ９０ ０􀆰 ９４ ０􀆰 ８６ ０􀆰 ８９ ０􀆰 ６４ ０􀆰 ６９ ０􀆰 ７６ ０􀆰 ８１ ０􀆰 ８２ ０􀆰 ８４ ０􀆰 ５９ ０􀆰 ５９
２０１８ ０􀆰 ４８ ０􀆰 ５４ ０􀆰 ８３ ０􀆰 ８２ ０􀆰 ９１ ０􀆰 ９１ ０􀆰 ８５ ０􀆰 ９１ ０􀆰 ６８ ０􀆰 ６７ ０􀆰 ７８ ０􀆰 ８２ ０􀆰 ８４ ０􀆰 ８１ ０􀆰 ６１ ０􀆰 ６１
２０１９ ０􀆰 ４６ ０􀆰 ５２ ０􀆰 ８５ ０􀆰 ８０ ０􀆰 ８９ ０􀆰 ８５ ０􀆰 ７９ ０􀆰 ９０ ０􀆰 ６６ ０􀆰 ６２ ０􀆰 ７９ ０􀆰 ８０ ０􀆰 ８０ ０􀆰 ７５ ０􀆰 ６０ ０􀆰 ６０
２０２０ ０􀆰 ３５ ０􀆰 ３９ ０􀆰 ７１ ０􀆰 ７３ ０􀆰 ７９ ０􀆰 ８０ ０􀆰 ７５ ０􀆰 ８３ ０􀆰 ５３ ０􀆰 ５９ ０􀆰 ７１ ０􀆰 ７３ ０􀆰 ７５ ０􀆰 ７０ ０􀆰 ５５ ０􀆰 ５３
２０２１ ０􀆰 ３７ ０􀆰 ３８ ０􀆰 ７０ ０􀆰 ７１ ０􀆰 ７８ ０􀆰 ７５ ０􀆰 ７６ ０􀆰 ７９ ０􀆰 ５１ ０􀆰 ５８ ０􀆰 ６９ ０􀆰 ７１ ０􀆰 ７３ ０􀆰 ６５ ０􀆰 ５６ ０􀆰 ５９

　 　

首先， 从八大经济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均值来看， 在不计随机误差和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的

情况下， 由表 ３ 可知，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我国东北地区、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

江中游、 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的纯技术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 ４０、 ０􀆰 ８０、 ０􀆰 ８６、 ０􀆰 ８２、 ０􀆰 ６０、

·１１７·

①由于 《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 未出版， 本文中 Ｒ＆Ｄ 人员、 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 Ｒ＆Ｄ 经费中的政府资金三个指

标 ２０１７ 年的数值采用均值法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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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７１、 ０􀆰 ７８ 和 ０􀆰 ５４。 可看出：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省份高技术产业的纯技术效率位于第一

梯队， 均值均在 ０􀆰 ８ 以上；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位于第二梯队均值在 ０􀆰 ６ 以上； 位于第三

梯队的是东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 分别有一半左右的效率损失。 虽然东部沿海地区高技术产业的纯技

术效率值最高 （０􀆰 ８６）， 但距帕累托最优仍有一定差距。 八大经济区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 ５２、
０􀆰 ７６、 ０􀆰 ８８、 ０􀆰 ８５、 ０􀆰 ６４、 ０􀆰 ７６、 ０􀆰 ７８、 ０􀆰 ５２， 排位顺序与纯技术效率基本一致。 其中东北地区、 东

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地区的规模效率均值比纯技术效率均值高， 说明若要提升这

些地区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 应优先考虑提升其管理效率和技术水平， 而不是调整企业规模。 但北

部沿海地区、 大西北地区则应首先考虑调整企业规模。 而西南地区在 ２０１８ 年前规模效率一直高于纯

技术效率， ２０１８ 年规模效率值开始低于纯技术效率， 说明当前西南地区应更加重视调整高技术企业的

规模， 才更利于该地区综合效率提高。 其次， 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走势来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各

区域两大效率值基本处于递增趋势， ２０２０ 年八大区域效率值均出现一定程度下降， 其中东北地区、 北

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两大效率值下降幅度较大。
以上分析未考虑随机误差和环境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 分析结果可能存在较大误差。 接下来， 将

外部环境变量作为因变量， 第一阶段各决策单元投入因子的松弛变量 （即理想投入值与实际投入值之

间的差值） 作为自变量， 借助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４􀆰 １ 软件进行相似 ＳＦＡ 回归分析， 以东北地区为例， 结果见

表 ４。

表 ４　 第二阶段东北地区外部环境影响模型结果

年度 常数项 政府支持 劳动力素质 经济发展水平 引资能力 σ２ γ 单边似然比检验

２０１２
６􀆰 ９５Ｅ －０４
（０􀆰 ０３８０）

－１􀆰 ８１Ｅ －０３∗∗

（０􀆰 ００３０）
－２􀆰 １０Ｅ －０２∗∗

（０􀆰 ０４９２）
－２􀆰 ８６Ｅ －０３
（０􀆰 ４８１５）

６􀆰 ８６Ｅ －０３
（０􀆰 ４０５５）

１􀆰 ４６Ｅ －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Ｅ ＋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１）
２􀆰 ３４Ｅ ＋０１

２０１３
２􀆰 ８７Ｅ －０３
（０􀆰 ０３０１）

－２􀆰 ８６Ｅ －０２∗∗

（０􀆰 ０４９２）
－３􀆰 ５８Ｅ －０２∗∗

（ －０􀆰 ０２２２）
－３􀆰 ８０Ｅ －０２
（０􀆰 １５５８）

－５􀆰 １３Ｅ －０３
（０􀆰 ３０２８）

３􀆰 ８７Ｅ －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６Ｅ ＋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７）
２􀆰 ３０Ｅ ＋０１

２０１４
－３􀆰 ６１Ｅ －０３
（０􀆰 ０２２６）

－１􀆰 ９８Ｅ －０３∗∗

（０􀆰 ０２９２）
－３􀆰 ７３Ｅ －０２∗

（０􀆰 ０４９２）
－７􀆰 ８６Ｅ －０３
（０􀆰 ５０２５）

２􀆰 ７６Ｅ －０２
（０􀆰 ８６８１）

２􀆰 ９０Ｅ －０４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１Ｅ ＋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２）
２􀆰 ８６Ｅ ＋０１

２０１５
２􀆰 ９９Ｅ －０２
（０􀆰 ０７４５）

－１􀆰 ６９Ｅ －０３∗∗

（０􀆰 ０３１２）
－４􀆰 ２６Ｅ －０２∗∗

（ －０􀆰 ０３８２）
－２􀆰 ０６Ｅ －０２
（０􀆰 ７５０１）

－１􀆰 ９７Ｅ －０３
（０􀆰 ３４５８）

７􀆰 ８１Ｅ －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Ｅ ＋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１）
２􀆰 １４Ｅ ＋０１

２０１６
５􀆰 ４５Ｅ －０４
（０􀆰 ０２２６）

－１􀆰 ６４Ｅ －０３∗∗

（０􀆰 ０４０８）
－２􀆰 ４７Ｅ －０２∗∗

（０􀆰 ０９１２）
－７􀆰 ０９Ｅ －０３
（０􀆰 ３２１５）

２􀆰 ８６Ｅ －０３
（０􀆰 ３０２８）

３􀆰 ５５Ｅ －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３Ｅ ＋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５）
２􀆰 ０６Ｅ ＋０１

２０１７
－６􀆰 ３１Ｅ －０３
（０􀆰 ０２８５）

－１􀆰 ６６Ｅ －０２∗∗

（０􀆰 ０４１３）
－２􀆰 １６Ｅ －０２∗

（０􀆰 ０３１２）
－３􀆰 ５６Ｅ －０３
（０􀆰 ５００８）

４􀆰 ２６Ｅ －０３
（０􀆰 ３４５８）

２􀆰 ４５Ｅ －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２Ｅ ＋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２􀆰 １４Ｅ ＋０１

２０１８
２􀆰 ７５Ｅ －０２
（０􀆰 ０２５５）

－１􀆰 ３５Ｅ －０３∗∗

（０􀆰 ０２８４）
－２􀆰 ５４Ｅ －０２∗∗

（０􀆰 ０４３３）
－４􀆰 ５３Ｅ －０３
（０􀆰 ４７３１）

１􀆰 ８１Ｅ －０３
（０􀆰 ８９２８）

３􀆰 ８６Ｅ －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３Ｅ ＋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８）
２􀆰 ３８Ｅ ＋０１

２０１９
－３􀆰 １７Ｅ －０３
（０􀆰 ０３１４）

－１􀆰 ４４Ｅ －０２∗∗

（０􀆰 ０３１２）
－２􀆰 ３３Ｅ －０２∗

（０􀆰 ０８９２）
－２􀆰 ２６Ｅ －０３
（０􀆰 ６１０１）

－１􀆰 ７７Ｅ －０３
（０􀆰 ６４２０）

１􀆰 ８７Ｅ －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５Ｅ ＋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７）
２􀆰 １１Ｅ ＋０１

２０２０
５􀆰 ２５Ｅ －０４
（０􀆰 ０２８９）

－１􀆰 ３８Ｅ －０３∗∗

（０􀆰 ０３３７）
－３􀆰 １６Ｅ －０２∗∗

（０􀆰 ０４０２）
－６􀆰 ５５Ｅ －０２
（０􀆰 ４７７９）

５􀆰 ８６Ｅ －０３
（０􀆰 ８１３２）

２􀆰 ４４Ｅ －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４Ｅ ＋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２）
２􀆰 １５Ｅ ＋０１

２０２１
－４􀆰 ２４Ｅ －０２
（０􀆰 ０３４５）

－１􀆰 ８６Ｅ －０２∗∗

（ －０􀆰 ０１０９）
－２􀆰 ４６Ｅ －０２∗∗

（０􀆰 ０３２１）
－３􀆰 ８６Ｅ －０３
（０􀆰 ５００１）

－３􀆰 ０６Ｅ －０３
（０􀆰 ７９２１）

２􀆰 ３９Ｅ －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２Ｅ ＋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３）
２􀆰 ４６Ｅ ＋０１

　 　 注： 表中∗∗∗，∗∗，∗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统计意义上显著。

由表 ４ 可知，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东北地区 ＳＦＡ 回归模型的 ＬＲ 单边检验都通过了 ５％ 检验， 说明模型

的估计结果总体上可接受。 从表中还可看出，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投入松弛受环境因素影响较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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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其中， 政府支持和劳动者素质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 γ值约为 １， 也通过了 １％ 水平下的显著

性检验， 说明投入松弛主要由管理无效率引起， 故须剔除随机误差和环境因素干扰。 分别对其他七个

经济区进行同样的建模方法回归， 可得类似结论。 故结合前文提出的分离管理无效率和随机误差公

式， 可得到八大经济区调整后的投入值。 再次用 ＤＥＡＰ２􀆰 １ 软件， 运用 ＢＣＣ 模型对八大经济区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１ 年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技术效率进行测度。 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第三阶段调整后的 ＤＥＡ 测算效率值

东北地区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西南地区 大西北地区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２０１２ ０􀆰 ３６ ０􀆰 ５３ ０􀆰 ８０ ０􀆰 ７１ ０􀆰 ８９ ０􀆰 ９０ ０􀆰 ８３ ０􀆰 ８１ ０􀆰 ５７ ０􀆰 ６４ ０􀆰 ６６ ０􀆰 ７３ ０􀆰 ７３ ０􀆰 ８２ ０􀆰 ４９ ０􀆰 ４５

２０１３ ０􀆰 ４０ ０􀆰 ５４ ０􀆰 ８３ ０􀆰 ７３ ０􀆰 ８８ ０􀆰 ９１ ０􀆰 ８５ ０􀆰 ８４ ０􀆰 ５９ ０􀆰 ６７ ０􀆰 ６９ ０􀆰 ７６ ０􀆰 ７９ ０􀆰 ８３ ０􀆰 ５２ ０􀆰 ４６

２０１４ ０􀆰 ４２ ０􀆰 ５７ ０􀆰 ８５ ０􀆰 ７８ ０􀆰 ９０ ０􀆰 ９３ ０􀆰 ８８ ０􀆰 ８７ ０􀆰 ６３ ０􀆰 ６９ ０􀆰 ７１ ０􀆰 ７８ ０􀆰 ８１ ０􀆰 ８５ ０􀆰 ５５ ０􀆰 ４７

２０１５ ０􀆰 ４５ ０􀆰 ５６ ０􀆰 ８７ ０􀆰 ８０ ０􀆰 ８６ ０􀆰 ９５ ０􀆰 ８５ ０􀆰 ８９ ０􀆰 ６４ ０􀆰 ６６ ０􀆰 ７３ ０􀆰 ８１ ０􀆰 ８３ ０􀆰 ８７ ０􀆰 ５６ ０􀆰 ５３

２０１６ ０􀆰 ４６ ０􀆰 ５６ ０􀆰 ８６ ０􀆰 ８１ ０􀆰 ８８ ０􀆰 ９４ ０􀆰 ８６ ０􀆰 ８５ ０􀆰 ６２ ０􀆰 ６８ ０􀆰 ７７ ０􀆰 ８３ ０􀆰 ８５ ０􀆰 ８６ ０􀆰 ５８ ０􀆰 ５５

２０１７ ０􀆰 ５０ ０􀆰 ６７ ０􀆰 ８３ ０􀆰 ８３ ０􀆰 ９２ ０􀆰 ９６ ０􀆰 ８８ ０􀆰 ９０ ０􀆰 ６５ ０􀆰 ７０ ０􀆰 ８１ ０􀆰 ８２ ０􀆰 ８７ ０􀆰 ８８ ０􀆰 ６１ ０􀆰 ６１

２０１８ ０􀆰 ５１ ０􀆰 ５６ ０􀆰 ８５ ０􀆰 ８５ ０􀆰 ９３ ０􀆰 ９３ ０􀆰 ８６ ０􀆰 ９３ ０􀆰 ７０ ０􀆰 ６８ ０􀆰 ８３ ０􀆰 ８４ ０􀆰 ８５ ０􀆰 ８５ ０􀆰 ６３ ０􀆰 ６５

２０１９ ０􀆰 ４８ ０􀆰 ５４ ０􀆰 ８７ ０􀆰 ８３ ０􀆰 ９０ ０􀆰 ８７ ０􀆰 ８３ ０􀆰 ９１ ０􀆰 ６８ ０􀆰 ６５ ０􀆰 ８１ ０􀆰 ８１ ０􀆰 ８２ ０􀆰 ８０ ０􀆰 ６１ ０􀆰 ６３

２０２０ ０􀆰 ４２ ０􀆰 ４２ ０􀆰 ７３ ０􀆰 ７５ ０􀆰 ８３ ０􀆰 ８３ ０􀆰 ７９ ０􀆰 ８６ ０􀆰 ５６ ０􀆰 ６１ ０􀆰 ７６ ０􀆰 ７５ ０􀆰 ８０ ０􀆰 ７５ ０􀆰 ５７ ０􀆰 ５９

２０２１ ０􀆰 ４３ ０􀆰 ４３ ０􀆰 ７５ ０􀆰 ７７ ０􀆰 ８０ ０􀆰 ７８ ０􀆰 ８０ ０􀆰 ８１ ０􀆰 ５３ ０􀆰 ６０ ０􀆰 ７３ ０􀆰 ７３ ０􀆰 ７８ ０􀆰 ６９ ０􀆰 ５８ ０􀆰 ６２
　 　

经过表 ３ 与表 ５ 对比， 可看出， 调整前后的效率值差异不大。 总体来看， 调整后的效率值均高于

调整前的。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我国东北地区、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西

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的纯技术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 ４４、 ０􀆰 ８２、 ０􀆰 ８８、 ０􀆰 ８４、 ０􀆰 ６２、 ０􀆰 ７５、 ０􀆰 ８１ 和

０􀆰 ５７， 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 ５４、 ０􀆰 ７９、 ０􀆰 ９０、 ０􀆰 ８７、 ０􀆰 ６６、 ０􀆰 ７９、 ０􀆰 ８２ 和 ０􀆰 ５６。
从纯技术效率看， 整体上八大经济区调整后的纯技术效率均有所提高。 其中， 东北地区和长江中

游地区增幅较大， 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受随机误差和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纯技术效率值被低

估较多。 即政府支持、 劳动力素质、 经济发展水平和引资能力因素对这两个地区的技术效率值影响高

于其他地区， 说明这两区可在以上方面多着力， 增大政府支持力度， 优化营商环境， 提高外商引资水

平， 均会提高其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
从规模效率看， 整体上八大经济区调整后的规模效率均有所提高。 其中， 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

增幅较大， 表明这两个地区规模效率受随机误差和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规模效率值被低估较多。 即政

府支持、 劳动力素质、 经济发展水平和引资能力的扰动对这两个地区规模效率的影响高于其他地区，
说明两区可在以上方面多着力， 改进产业政策， 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引资能力， 以提高两地区高

技术产业规模效率。

二、 高技术产业创新集聚的空间度量

以上区域创新产出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 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空间集聚有哪些新特点？ 如

何利用区域间的知识溢出效应来优化区域布局， 更好地发挥区域间的市场协同力？ 下文构建空间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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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模型来尝试探讨这些问题。

（一） 变量选择与说明

在前文研究基础上， 选取创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产出指标代表， 用 Ｉ 表示， 即因变量； Ｒ＆Ｄ 经费

内部支出与当地公共财政收入之比作为资金资本投入， 用 Ｆ 表示； Ｒ＆Ｄ 人员与本地就业人数之比作为

人力资本投入， 用 Ｈ 表示； 外商投资企业 Ｒ＆Ｄ 经费支出作为吸引的外资投入， 用 Ｄ 表示。 这里空间

依赖性主要通过误差项来体现。 为了从总体上把握投入和产出变量的特征， 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 列

表如下：

表 ６　 投入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创新产出 Ｉ ９２５５６８１２􀆰 ５３ ９００９４􀆰 ４０ １７１８５６６５􀆰 ００ ２１３８４４３３􀆰 ００ １􀆰 ８６ ５􀆰 ９７
资金投入 Ｆ ６􀆰 ６６ ０􀆰 ２２ ２􀆰 ２２ １􀆰 ４３ ０􀆰 ９４ ３􀆰 ４３

人力资本投入 Ｈ １􀆰 １５ ０􀆰 ０４ ０􀆰 ４２ ０􀆰 ２４ ０􀆰 ７４ ２􀆰 ９２
外商投入 Ｄ ８２０８３３􀆰 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７１２４３􀆰 ５０ ２０３７１５􀆰 ００ １􀆰 １６ ３􀆰 ４０

　 　

从表 ６ 可知， Ｉ、 Ｄ 的标准差很大， 说明目前八大经济区的创新产出、 外商投入存在较大差异， 各

个区域创新水平、 引资能力迥异， 尚未全面实现同步发展。 Ｆ、 Ｈ 的标准差相对较小， 仅为 １􀆰 ４３ 和

０􀆰 ２４， 说明不同地区间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差异较小， 各地区均十分注重研发资金投入和研

发人员的配置， 以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 Ｉ、 Ｆ 和 Ｄ 的峰度均大于 ３， 表示创新产出、 资金投入和外商

投入总体上存在厚尾现象。 从偏度指标可看出， 四个变量的偏度均大于 ０， 表示其均呈右偏状态， 数

据右端有较多极端值， 说明存在一些地区投入和产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现象。

（二） 模型测度

１． 生成空间权重矩阵

经济发达程度和距离两个因素是确定空间权重矩阵的主要考虑因素。 一般而言， 经济发达地区对

经济落后地区影响比较大， 而经济落后地区对经济发达地区影响却较小； 而空间相邻的经济区相较空

间距离远的经济区影响也不同， 即为空间影响的不对称性。 据此， 构造空间权重矩阵如下：

Ｗ ＝Ｗｄ∗ｄｉａｇ （
Ｙ１

Ｙ ，
Ｙ２

Ｙ ， …，
Ｙ８

Ｙ ） （４）

其中， Ｗｄ 为空间距离权重矩阵； Ｙｉ 为该经济区的 ＧＤＰ 总量； Ｙ 为全国的 ＧＤＰ 总量。 Ｗｄ 为一个

８∗８的对称矩阵， 相邻的两个地区取 １， 不相邻的取 ０。
２． 空间自相关检验

墨兰指数用于检验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 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６􀆰 ０ 计算， 结果见表 ７。

表 ７　 各变量的全局墨兰指数

变量 Ｍｏｒａｎ Ｉ Ｅ （Ｉ） Ｓｄ （Ｉ） ｚ ｐ 值

创新产出 Ｉ ０􀆰 ５１９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２ １２􀆰 ６４３ ０􀆰 ０００
资金投入 Ｆ ０􀆰 ３１１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０ １０􀆰 ３０３ ０􀆰 ００８

人力资本投入 Ｈ ０􀆰 ３５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１ ８􀆰 ３２１ ０􀆰 ０００
外商投入 Ｄ ０􀆰 ４９８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１ ８􀆰 ６５４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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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７ 可看出， 全局指标均存在空间自相关， 且在 １％ 水平上显著。 再通过进一步计算局部区域

墨兰指数可得， 临近区域间均为空间正相关， 即表示创新效率的高值与高值临近， 低值与低值临近，
进一步验证了创新具有集聚效应。

３． 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首先进行非空间面板模型的回归， 包括混合回归以及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双固定效

应、 随机效应回归； 然后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Ｆ 检验及 ＢＰ 检验在混合回归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

机效应模型之间选择。 检验结果见表 ８。

表 ８　 非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混合 空间固定 时间固定 双固定 随机效应

ｌｎＩ
０􀆰 ２８７
（０􀆰 ９６）

－ ０􀆰 ３３５∗∗

（－ ２􀆰 ０５）
１􀆰 ３４０∗∗

（８􀆰 ０５）
１􀆰 ２９８∗∗∗

（８􀆰 １９）
－ ０􀆰 ３９８∗∗∗

（－ ３􀆰 ８８）

ｌｎＦ ０􀆰 ７９６∗∗∗

（２􀆰 ０３）
１􀆰 ３１４∗∗∗

（１０􀆰 ８１）
－ ０􀆰 ６１０
（－ ０􀆰 ９１）

－ ０􀆰 １６２
（－ ０􀆰 ３７）

１􀆰 ００８∗∗∗

（１８􀆰 ０３）

ｌｎＨ ０􀆰 １４２∗∗

（２􀆰 ８８）
０􀆰 ２５８∗∗∗

（４􀆰 ０７）
０􀆰 １９４∗∗∗

（５􀆰 ６６）
０􀆰 １４３∗∗∗

（５􀆰 ０８）
０􀆰 ４８５∗∗∗

（４􀆰 ０８）

ｌｎＤ
０􀆰 １２９
（０􀆰 ３４）

－ ０􀆰 ８１２
（－ １􀆰 ６２）

－ ０􀆰 ７０９∗∗∗

（－ ２􀆰 ９２）
－ ０􀆰 １９６
（－ ０􀆰 ２８）

－ ０􀆰 ０８２
（－ ０􀆰 ３１）

＿ ｃｏｎｓ － ５􀆰 ９６５∗∗∗

（－ ９􀆰 ９７）
－ ９􀆰 １６０∗∗∗

（－ ８􀆰 ０７）
－ ４􀆰 ０２８

（－ １４􀆰 １６）
－ ６􀆰 ０４３∗∗∗

（－ １５􀆰 ４０）
－ ８􀆰 ２８１∗∗∗

（－ １０􀆰 ６４）
Ｒ２ ０􀆰 ９１４ ０􀆰 ８７６ ０􀆰 ９０９ ０􀆰 ９０７
Ｌａｇｌ － １５８􀆰 ７９０ ４６􀆰 ８２９ － ９９􀆰 ６３４ － ５４􀆰 ５３７

ＬＭ － Ｌａｇ １８􀆰 ８６８７∗∗∗ ５０􀆰 ４４６８∗∗∗ １􀆰 ６６６８ ２􀆰 ８１５６∗

ＲＬＭ － Ｌａｇ ２􀆰 ６８１５∗ ３９􀆰 ７００９∗∗∗ ０􀆰 ０２６７ ３􀆰 ２５０９∗

ＬＭ － Ｅｒｒ ３９􀆰 ８８４６∗∗∗ ２９􀆰 ８１８９∗∗∗ １４􀆰 ７５４７∗∗∗ １􀆰 ８０７０
ＲＬＭ － Ｅｒｒ ２４􀆰 １６８４∗∗∗ ４􀆰 ９６０４∗∗ １３􀆰 １００５∗∗∗ ２􀆰 ４９６４
Ｆ 检验 ２４􀆰 ３３∗∗∗ １２􀆰 ７９∗∗∗ ２􀆰 １２∗∗∗

ＢＰ 检验 ２５９􀆰 ４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３２􀆰 ６４∗∗∗ ４６􀆰 ６１∗∗∗ ７９􀆰 ８３∗∗∗

　 　 注： 表中∗∗∗，∗∗，∗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统计意义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根据 Ｆ 检验拒绝原假设的结果， 应在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同时， ＢＰ
检验也拒绝混合回归的原假设， 应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也拒绝原假设， 因此应在固定

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综上， 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再根据 ＬＭ 检验和稳健 ＬＭ
检验结果， 表明空间面板滞后模型与空间面板误差模型均成立， 所以应在考虑空间固定效应下选用空

间面板杜宾模型。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还受时间因素影响， 所以应考虑建立空间固定效应下的动态空间

面板杜宾模型。 模型表达式如下：
ｌｎＩｉｔ ＝ β０ ＋ αｌｎＩｉｔ － １ ＋ γＷｉ ｌｎＩｉｔ ＋ ηＷｉ ｌｎＩｉｔ － １ ＋ β１ ｌｎＦ ｉｔ ＋ β２ ｌｎＨｉｔ ＋ β３ ｌｎＤｉｔ ＋ θ１Ｗｉ ｌｎＦ ｉｔ ＋ θ２Ｗｉ ｌｎＨｉｔ ＋ θ３Ｗｉ ｌｎＤｉｔ

＋ ｕｉ ＋ γｉ ＋ εｉｔ （５）
式 （５） 中引入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及时空滞后项， α 为时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 η 为空间滞后项

的回归系数， 将八大经济区各指标原始数据代入式 （５）， 计算结果见表 ９。
从表 ９ 可看出， 八大区域的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时间滞后项均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正， 其空间

滞后项也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Ｒ２ 均值为 ０􀆰 ９８３， 表明拟合效果均较好。 同时， 八大区域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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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Ｆ ｌｎＨ ｌｎＤ ｌｎＩ ＷｌｎＩ ＷｌｎＦ ＷｌｎＨ ＷｌｎＤ ｒｈｏ Ｓｉｇｍａ２＿ ｅ Ｒ２ Ｌａｇｌ

东北
地区

０􀆰 ５３９∗∗

（５􀆰 ８８）
０􀆰 ８４５∗∗

（６􀆰 １８）
０􀆰 １０９∗∗

（３􀆰 ３４）
０􀆰 ０２９∗∗∗

（２􀆰 ０９）
－０􀆰 ０１９∗∗∗

（－１􀆰 ０５）
０􀆰 ０８２
（０􀆰 ６８）

－０􀆰 ０６９
（－０􀆰 ５８）

－０􀆰 ０３４
（－１􀆰 ６１）

０􀆰 ４２１∗∗∗

（５􀆰 ８９）
０􀆰 ０２０∗∗∗

（１２􀆰 １９）
０􀆰 ９８５ １８１􀆰 ３２４

北部
沿海

０􀆰 ３１７∗∗

（２􀆰 ８８）
０􀆰 ３８９∗∗

（２􀆰 ８９）
０􀆰 ６５９∗∗

（６􀆰 ８８）
０􀆰 ０５９∗∗∗

（３􀆰 ２９）
－０􀆰 ０２８∗∗∗

（－１􀆰 ６５）
０􀆰 ０６２
（０􀆰 ４４）

－０􀆰 ０４２
（－０􀆰 ３６）

－０􀆰 ０７６
（－３􀆰 ０８）

０􀆰 ５９１∗∗∗

（８􀆰 １１）
０􀆰 ０３３∗∗∗

（１０􀆰 ６９）
０􀆰 ９８２ １９０􀆰 １１４

东部
沿海

０􀆰 ３０６∗∗

（２􀆰 ９０）
０􀆰 ３３９∗∗

（２􀆰 １８）
０􀆰 ６８４∗∗

（５􀆰 ３４）
０􀆰 ０６２∗∗∗

（３􀆰 ４８）
－０􀆰 ０３５∗∗∗

（－１􀆰 ７０）
０􀆰 ０６５
（０􀆰 ４９）

－０􀆰 ０３１
（－０􀆰 ２６）

－０􀆰 ０８１
（－３􀆰 ８８）

０􀆰 ４８８∗∗∗

（６􀆰 １９）
０􀆰 ０２８∗∗∗

（１９􀆰 ３８）
０􀆰 ９７５ １８８􀆰 ４９１

南部
沿海

０􀆰 ３３２∗∗

（２􀆰 ９５）
０􀆰 ３５９∗∗

（３􀆰 ７８）
０􀆰 ５３９∗∗

（５􀆰 ２０）
０􀆰 ０６０∗∗∗

（３􀆰 ４４）
－０􀆰 ０３０∗∗∗

（－１􀆰 ６８）
０􀆰 ０７０
（０􀆰 ５０）

－０􀆰 ０３４
（－０􀆰 ２８）

－０􀆰 ０６８
（－２􀆰 ８６）

０􀆰 ４６８∗∗∗

（６􀆰 ０７）
０􀆰 ０１８∗∗∗

（１３􀆰 ５４）
０􀆰 ９８０ ２５０􀆰 ３０４

黄河
中游

０􀆰 ３３９∗∗

（２􀆰 ９９）
０􀆰 ６０９∗∗

（５􀆰 ０８）
０􀆰 ４３６∗∗

（４􀆰 １２）
０􀆰 ０４９∗∗∗

（２􀆰 ９９）
－０􀆰 ０２０∗∗∗

（－１􀆰 ２０）
０􀆰 ０７８
（０􀆰 ５９）

－０􀆰 ０５８
（－０􀆰 ３４）

－０􀆰 ０４９
（－１􀆰 ８６）

０􀆰 ５０６∗∗∗

（７􀆰 ０３）
０􀆰 ０３６∗∗∗

（８􀆰 ６４）
０􀆰 ９８９ ２６１􀆰 １２８

长江
中游

０􀆰 ３２３∗∗

（２􀆰 ９４）
０􀆰 ５５９∗∗

（４􀆰 ９８）
０􀆰 ４７２∗∗

（４􀆰 ６６）
０􀆰 ０４３∗∗∗

（２􀆰 ７８）
－０􀆰 ０２５∗∗∗

（－１􀆰 １６）
０􀆰 ０７４
（０􀆰 ５３）

－０􀆰 ０５５
（－０􀆰 ３２）

－０􀆰 ０５６
（－１􀆰 ９３）

０􀆰 ４７３∗∗∗

（５􀆰 ０９）
０􀆰 ０３７∗∗∗

（９􀆰 ２５）
０􀆰 ９８３ ２９８􀆰 ３４９

西南
地区

０􀆰 ４６８∗∗

（４􀆰 ０８）
０􀆰 ７１９∗∗

（５􀆰 ９８）
０􀆰 ３３９∗∗

（３􀆰 ９８）
０􀆰 ０３９∗∗∗

（２􀆰 ４９）
－０􀆰 ０１８∗∗∗

（－１􀆰 ０３）
０􀆰 ０８０
（０􀆰 ６２）

－０􀆰 ０６１
（－０􀆰 ３８）

－０􀆰 ０４３
（－１􀆰 ７１）

０􀆰 ５６１∗∗∗

（６􀆰 ９３）
０􀆰 ０３９∗∗∗

（７􀆰 ５５）
０􀆰 ９８７ ３４１􀆰 ３４８

大西北
地区

０􀆰 ４９８∗∗

（４􀆰 ８９）
０􀆰 ７６９∗∗

（６􀆰 ０８）
０􀆰 ２６９∗∗

（２􀆰 ２０）
０􀆰 ０３２∗∗∗

（２􀆰 ６６）
－０􀆰 ０１１∗∗∗

（－０􀆰 ８５）
０􀆰 ０８１
（０􀆰 ６５）

－０􀆰 ０６８
（－０􀆰 ４２）

－０􀆰 ０３９
（－１􀆰 ５８）

０􀆰 ４９４∗∗∗

（５􀆰 ９３）
０􀆰 ０４１∗∗∗

（８􀆰 ４７）
０􀆰 ９７９ １６４􀆰 ３２８

　 　 注： 表中∗∗∗，∗∗，∗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统计意义上显著。

产业的资金投入 （Ｆ）、 人力资本投入 （Ｈ）、 外商投入 （Ｄ） 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均为正， 而资金投入

空间变量的影响为正， 人力资本和外商投资空间变量的影响均为负。 其中， 对资金要素的敏感程度由

高至低依次为东北地区、 大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南部沿海、 北部沿海、 东部

沿海； 对人力资本要素的敏感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东北地区、 大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黄河中游、 长

江中游、 北部沿海、 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对吸引外资要素的敏感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东部沿海、 北

部沿海、 南部沿海、 长江中游、 黄河中游、 西南地区、 大西北地区、 东北地区。 而相应资金、 人力资

本和吸引外资的空间变量对八大经济区的影响程度排序与资金、 人力资本和吸引外资变量的影响排序

一致。

（三） 结论

动态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杜宾模型结果说明， 一个地区的科研经费支出越多， 其创新效率越高， 且

对邻近地区有正的溢出效应； 而人员投入、 引资水平对邻近地区的创新水平有负的溢出效应， 说明人

力资本投入、 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推动本地区创新能力提升， 但抑制邻近地区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 其

中，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区域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优势区域对于科研经费投入、 人员投入指标更敏

感， 相应地空间负面溢出效应也大； 而吸引外资因素却恰恰相反， 经济发展水平越好的地区越敏感，
相对较差区域则敏感度减弱。

三、 政策启示

（一） 克服技术创新短板， 因地制宜提升科技创新效率

各经济区应精准把握导致本区高技术产业效率低下的具体环节与提升路径。 对于研发水平弱、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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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化率低的区域 （东北地区、 大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需从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优化市场转化环

境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加大高技术企业的资金、 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 另一方面着力推进产学研合

作， 厚植利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土壤， 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机制。 对于研发水平较

弱、 成果转化率较低的区域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应努力开拓市场， 充分利用创新的空间溢出效

应， 协同推进跨区交流合作， 注重吸收邻区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 提高优势资源的利用率； 对于研发

水平较强、 成果转化率较高的区域 （北部沿海、 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应在保持自身发展优势前提

下， 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以全球视野谋求更大的发展，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全球优势资

源， 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

（二） 优化区域创新发展环境， 全面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

各区应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出现的研发投入不足、 创新人才不多不强、 研发体系不配套等问题，
多措并举继续优化营商环境， 构建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 政府应根据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实情， 制定

适宜的财政、 税收政策， 厚植鼓励重大创新的土壤， 加大对高精尖、 卡脖子项目的精准扶持， 加强校

企合作， 培养用好人才， 形成与高技术产业相匹配的人才评价机制和培养机制， 畅通选人用人、 人才

晋升通道。

（三） 加强区域间技术创新合作， 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

应充分利用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资金、 人才资本的空间集聚效应， 加强区域间技术合作、 协同

发展， 提高创新资源的共享效率。 科学规划各区域的产业功能定位。 对不同区域的创新资源进行优化

整合， 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引领作用， 破除 “单打独斗”、 重复建设， 合理引导人力资源、 产业资源、
应用场景共享， 建立多区域各层次相互补充、 协同一致的政策引导体系， 同时配套制定产业链供应链

优化、 成果转化、 经济指标共享等制度， 加强区域合作共赢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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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 Ｌｉｕ Ｚｉｙｕ， Ｌｉ Ｌｉ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ａ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ｕｒａｌ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ａ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ｖｅ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ｔ ｓｏｒ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ｇｏ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ｈａｉｎ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ｗｉｎ⁃ｗｉｎ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１２）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ｉｇｈｔ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１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 ＤＥＡ ｍｅｔｈｏｄ： （１）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ｒｏｗ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ｍｏ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２０２０， ａｎｄ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ｉｎ ２０２１． （２）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ｕ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１）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ｌｌ ｈａｖ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３）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ｄｉｔｏｒ：Ｙａｎｇ Ｙｕ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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